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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的 
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

徐志平　胡杨花　曹蓉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要：首席数据官政策是数字政府转型的关键政策创新，其扩散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聚焦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在治理对象数据性、角色复合性、制度嵌入性和长效累积性方面的特征，整合
政策扩散理论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25个地级市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系统
揭示地级市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受数字基
础设施、政府数字素养、高层领导支持、财政资源保障、上级政策压力、邻近地区竞争与公众数据需求七要素
协同驱动，其中邻近地区竞争构成核心充分条件。基于组态路径差异，识别出3种政策扩散模式：压力驱动型、
内生能力驱动型与能力需求适配型。压力驱动型扩散体现为上级政策压力的强制和邻近竞争下的模仿；内生
能力驱动型扩散体现为数字基建、组织资源、环境适配的技术组织协同；能力需求适配型扩散通过政策供给
满足公众需求，实现供需动态匹配。据此提出，应强化技术赋能与组织适配以夯实制度运行基础，借助府际
协同激发创新网络活力，依托动态监测实现精准施策等措施推动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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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 icer，CDO）制度最

早起源于企业领域，随着数据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凸显，

该制度逐渐扩展到公共部门[1]。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完善数据流

通安全治理 更好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实施方

案》等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立首席数据官，强化数

据驱动的战略导向，建立基于大数据决策的新机制，运

用数据加快组织变革和管理变革。在此背景下，多个省

域和地市积极响应，相继发布首席数据官政策，通过统

筹数据战略实施、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与开发

利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

国家，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已成为提升数据价值、推动

数字政府建设的共识举措。因此，探索我国政府首席数

据官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和驱动路径，对促进其有效

扩散、释放政策效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1　文献综述

政府首席数据官是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治理创

新，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国外学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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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起围绕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角色定位、职能配置

及其在公共部门的实践价值展开系统性研究，形成较

为完整的理论框架。相较而言，我国相关研究始于2020
年前后，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总体仍处于理论引介

与实践探索并行阶段。

1.1　政府首席数据官的角色与职能

已有研究从政企差异和实践取向两个视角探究政府

首席数据官的角色和职能。相较于企业首席数据官聚焦

数据驱动商业价值、效率和竞争优势，政府首席数据官

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保障数据主权与安

全、促进数据开放共享[2-3]，要求具备技术洞察力、公共

政策理解力，并能从容应对跨部门协作复杂性及公共责

任要求[4]。在实践取向中，美国联邦政府把首席数据官视

为一个复合型角色，统筹数据战略制定、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共享等核心数据事务[5]。其他国家亦普遍将政府首

席数据官视为数据专家、政策制定者和部门协调者[6]。韩

啸等[7]使用Q方法将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角色归纳为推

动者、传播者、战略家等8类。在职能方面，政府首席数据

官须承担数据战略规划、数字平台搭建、数字资源运用、

数据工作推进与监督、数字人才队伍建设等任务[8-9]。

1.2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

伴随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在地方的试点与推广，

其扩散机制逐渐成为理解该制度创新落地的重要视

角。当前研究主要从政策文本分析和实践效能考察两

个维度展开。一方面，通过质性分析工具、量化评价模

型深入挖掘政策文本，理解扩散初期政策框架与特

征[10-11]。韩啸等[12]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资源松弛理论和

组织适应理论为基础，选择70个大中城市作为样本，从

组态视角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扩散存

在压力-适应型、适应型、压力-资源型3类条件组态。另

一方面，通过考察已实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地区的

组织结构、职能设置与运行效能，间接反映政策扩散后

的实践效果。陈新明等[13]借鉴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分析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运行现状、效能等实

然层面；万玲[14]聚焦广州的试点情况，认为政府首席数

据官制度在提升治理效能、释放数据红利方面取得显

著成效，但也亟须从制度完善、组织重塑、队伍培育以

及生态营造等维度进行调整与优化。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围绕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

建设，已在角色定位、职能配置、价值探讨、政策扩散

及实践运行评价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理解该制

度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研究多

聚焦于角色定位、职能配置等静态制度要素分析，而

对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的独特性和动态扩散过程关

注不足。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单一案例解读或政策文

本分析，缺乏多案例比较与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系统解

构。虽有个别研究尝试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但对技术嵌入

性、组织适配度与制度环境协同作用机制的探索仍显

薄弱。鉴于此，本研究融合政策扩散理论与技术-组织-
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
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着力探究技

术、组织与环境要素的协同作用机制，试图揭示中国制

度情境下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的多重并发驱动路

径，深化对其扩散逻辑的理论认知。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1）政策扩散理论。政策扩散理论认为，政策扩

散是政策创新在不同主体间传播的路径与机制，强调政

策被后续采纳者接受并实施的过程 [15]，通常包括府际

学习、模仿、竞争与强制机制[16]。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

是政策的一种，其扩散过程符合一般政策扩散理论的

普遍特征。然而，相较于其他政策，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

策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独特性。①治理对象数据性：以

数据要素为核心治理对象，聚焦确权、流通、安全等新

型议题。②角色复合性：政府首席数据官兼具战略家、

架构师、监管者三重角色，需要同时具备数据治理、跨

部门协调及政策执行能力。③制度嵌入性：政府首席数

据官制度紧密嵌套于现有行政体系的权责配置、配套

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之中。④长效累积性：受制度惯性、

组织适配滞后与数字生态培育周期长的影响，政府首

席数据官政策效能呈现时滞效应。概括来说，政府首席

数据官政策扩散深度依赖技术可行性、组织资源禀赋

及制度环境的协同作用，这就导致传统政策扩散理论

在解释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时面临以下挑战：偏

重府际关系等外部驱动，相对忽视技术基础设施对政

策学习效率的内生调节作用[17]；侧重组织间竞争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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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对组织内部资源禀赋与战略偏好等微观基

础关注不足 [18]；对制度环境压力传导的线性假设难以

充分解释技术赋能与需求响应间的非线性复杂互动。

（2）TOE理论。TOE理论的核心就是从技术、组

织、环境3个维度分析制度或者组织的驱动力和路径，

与政策扩散理论进行整合，恰能弥补传统政策扩散理

论的上述分析局限[19]。①TOE理论的技术维度侧重技

术可行性，揭示技术相对优势对组织学习效率的调节

作用。就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而言，表现为政府数字化

平台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政策信息的可及性与知识转

移效率[20]，从而强调了政策扩散中的“学习—采纳”链

路。②TOE的组织维度反映组织调适与竞争、模仿动力

的互动呈现资源依赖特征。就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而

言，表现为财政资源充足且具备数字治理战略意识等

的资源禀赋较强的地区，往往通过主动创新构建制度

竞争优势[21]。③TOE框架的环境维度将政策扩散理论

中的垂直强制机制拓展为包含纵向压力、横向竞争、社

会需求的多维动力系统。就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而言，

表现为上级政策通过目标考核、财政激励等制度通道

形成刚性约束[22]；地理邻近城市因受到晋升锦标赛机

制下标杆模仿的驱动[23]，强化了强制压力的传导效能；

公众数据需求的增长则构成了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

2.2　分析框架

基于政策扩散理论与TOE框架的整合视角，构建政

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理论框架（见图1）。该框架基于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具有的治理对象数据性、角色复合

性、长效累积性和制度嵌入性等独特性，从技术嵌入、

组织调适和环境传导3个维度出发，确定政府首席数据

官政策扩散的核心影响因素，从学习机制、强制机制和

竞争、模仿机制3个机制入手剖析政策扩散的路径。

图1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理论框架

（1）技术维度。技术维度聚焦技术可行性和相对

优劣势对学习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

的有效扩散依赖于坚实的技术基础，这由其核心特征

决定。首先，治理对象数据性，即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治

理对象决定了数字基础设施（如政务云平台、数据共享

交换系统）是政策实施的物理基础和技术载体。这些

设施构成了数据汇聚、处理、共享的底层支撑，是政府

首席数据官履职的前提条件。其次，角色复合性要求政

府首席数据官具备技术洞察力，要求政府部门整体具

备相应的数字素养。政府数字素养即政府部门理解、运

用数据和技术的能力，决定了政策的设计质量、执行效

能以及政府首席数据官角色能否被组织内部理解和接

受，构成了政策有效扩散与实施的能力保障。数字基础

设施是“硬”支撑，政府数字素养是“软”实力，二者共

同构成了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和执行的技术可行

性和能力基础。因此，将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数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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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作为技术维度下的二级指标。

（2）组织维度。组织维度关注组织内部的资源禀

赋和决策支持与政策扩散中竞争、模仿机制的互动。政

府首席数据官的角色复合性要求其跨越传统部门界限

进行协调，其制度嵌入性需要其融入并调整现有行政

体系中的权责配置。高层领导的行政权威、政策偏好以

及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重视，通过注意力分配直接影

响政策优先级。其支持不仅为政策赋予政治合法性，还

能有效克服跨部门协作的阻力。尤其对于地级市而言，

高层领导支持是突破政策扩散瓶颈、实现由点到面推

广的关键节点，能够显著提升政策在地方层面的优先

级并产生示范效应。财政资源不仅支撑着数字基础设

施的持续升级和维护，还通过专项经费设计驱动专业

数据治理人才引进与培养，确保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

拥有持续运行的动力。因此，选取高层领导支持、财政

资源保障作为组织维度下的二级指标。

（3）环境维度。环境维度关注外部压力对政策扩

散的传导作用，体现了政策扩散理论中的强制机制。政

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过程深受上级纵向压力、横向邻

近竞争、公众数据需求等外部环境压力影响。在中国单

一制体制下，中央及省级政府出台的指导性文件及配套

政策通过目标考核、财政激励等制度通道，对地级市政

府构成直接的行政压力和合法性压力，是驱动其采纳政

策的关键强制力来源。地理位置邻近、发展水平相当的

地级市政府间存在显著的对标效应和政绩竞争压力。当

邻近城市率先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并获得关注或

认可时，会形成横向学习标杆和竞争压力，刺激本地政

府为避免在区域发展或晋升锦标赛中落后而进行政策

模仿与跟进。公众及企业对数据开放共享、便捷政务服

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强度形成了推动地级市政府进行数

据治理创新的外部拉力或社会压力，构成了政策压力传

导的缓冲或加速器，影响着地级市政府采纳政策的紧迫

性和主动性。因此，选取上级政策压力、邻近地区竞争、

公众数据需求作为环境维度下的二级指标。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基于集合论和布尔代数的研

究方法，通过系统比较案例间的前因条件与结果条件

关系，揭示复杂社会现象中存在的同因异果或者同果

异因现象 [24]。定性比较分析包含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和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较而言，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通过引入隶属度概念，允许变量在0~1范围内连续

取值，既能处理类别变量又能分析程度差异 [25]，已成

为相关研究的主流选择。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并非简单的存在或缺失

的二分变量，而是受技术成熟度、组织资源禀赋和环境

压力强度等多维度因素共同影响，各维度因素间存在多

重交互作用。传统定量方法难以有效处理此类复杂因果

关联，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条件组态分析，

能够系统识别不同条件组合形成的差异化路径，在分

析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路径中具有独特优势。

3.2　样本选择

聚焦地级市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现象，通过

检索各政府官网、北大法宝等权威平台，截至2024年12
月，初步识别出全国共有75个城市颁布了首席数据官专

项政策。为契合政策扩散研究中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

法论规范[26]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案例最大相

似性和最大差异性、代表性与数据完整性的要求，从75
个案例政策中选择19个案例样本（见表1）。具体筛选

过程如下：①基于政策时效性与文本完整性，剔除政策

界定模糊、内容框架不完整或仅以工作通知形式提及

首席数据官职责的案例；②为避免地域偏差，按国家统

表1　案例样本

城市 政策名称 出台时间

苏州 苏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实施方案 2022-04
福州 福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工作方案 2021-07
温州 温州市首席数据官及数据专员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2022-07
绍兴 绍兴市首席数据官制度 2021-06
珠海 珠海市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 2021-05
扬州 扬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 2023-10
常州 常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实施意见 2023-09
淮安 淮安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 2023-11
淮北 淮北市首席数据官工作方案 2023-09
长沙 长沙市数据官制度建设实施意见 2023-09
岳阳 岳阳市政府首席数据官 2022-07
荆州 荆州市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实施方案 2023-08
襄阳 襄阳市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 2023-09
南昌 南昌首席数据官制定工作方案 2023-09
蚌埠 蚌埠市开展首席数据官试点实施方案 2023-12
亳州 亳州市开展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方案 2023-09
巴中 巴中市首席数据官工作职责及工作制度 2022-08
张掖 张掖市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实施方案 2024-07
咸宁 咸宁市推进首席数据官试点建设实施方案 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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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级越高。财政资源保障参考以往文献中地方政府财

政能力的衡量标准[29]，采用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取

对数）作为测量指标。较高的支出水平意味着政府拥有

更充裕的资源，可用于支持包括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

设、数据平台运维、专业人才引进等在内的各项投入。

（3）环境条件。环境维度包括上级政策压力、邻

近地区竞争和公众数据需求3个前因条件。上级政策压

力依据政策扩散理论中的垂直强制机制，设置二元变

量：若省级政府早于地级市颁布政策则赋值为1，反之

则为0。邻近地区竞争依据地理邻近性和同级政府间竞

争模仿的作用，采用复合测量法。首先，因为政府首席

数据官政策最早源起于广东，按区域临近程度赋值：东

部为3、中部为2、西部为1，反映不同区域整体发展水平

和政策创新氛围差异。其次，若该地级市所在省域内已

有其他城市率先实施首席数据官制度，则额外加1分。

最终，该变量的测量值由区域基础分与省域内试点存

在性得分构成，综合反映地级市面临的横向竞争压力

强度。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的依申请公开数据量直接

反映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政府申请获取特定信息

的活跃程度，该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量化测量社会对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需求强度，构成政府首席数据官

政策扩散的潜在拉力。

3.3.3　数据校准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核心算法基于布尔逻辑分

析。因此，所有的变量必须经过数据校准，转化为0~1
闭区间内的隶属度分数，以确保这些变量能够被软件

识别和处理。根据数据特征并参照既有研究，采用直接

校准法，将样本数据的95%、50%和5%分位数分别设

定为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应用fsQCA 
4.0分析软件转换原数据，具体校准结果如表2所示。

4　地级市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 
路径分析

4.1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的必要性条件分析如表3 
所示。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一致性是用于评估吻合度的

关键指标。本研究中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未

达到0.9，表明没有任何单一条件可以被视为政府首席

计局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标准进行分层抽样，东

部地区选取15个城市（如苏州、珠海等），中部地区抽

取10个城市（如长沙、襄阳等），西部地区选取8个城市

（如巴中、张掖等）；③通过交叉验证《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等相关数据可得性，排除关键变量缺失较多的

城市，将33个样本精炼为19个样本。此外，为控制外生

变量干扰，同步选取与样本城市地理位置相邻、GDP
规模相近且数字化转型基础条件相似的6个未出台政

府首席数据官专项政策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3.3　变量测量与校准

3.3.1　结果变量赋值

结果变量为地级市政府首席数据官专项政策扩

散，以政策是否被采纳为判定依据，通过查询北大法宝

网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官网等权威网

站，结合主流搜索引擎进行补充核实。借鉴数字政府专

项政策采纳研究中的处理方法[27]，根据政策扩散的时

间因素进行赋值，即政策采纳时间越早越体现政策创

新扩散，具有更强示范效应。因此，2021年发布专项政

策的城市赋值为4，2022年赋值为3，2023年赋值为2，
2024年赋值为1，未发布政策城市赋值为0。

3.3.2　条件变量赋值

（1）技术条件。技术维度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政

府数字素养两个前因条件。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数与常住人口数之比是衡量地区基础网络覆盖和接入

水平的常用指标，对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涉及的平台建

设、数据流通至关重要。因此，采用此指标衡量地级市

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鉴于直接测量政府数字素养难

度较高，参考张跃胜等[28]的做法，选用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作为代理变量。该指标

反映了地区数字产业人才的整体规模，能在一定程度

上间接体现该地区数字技术应用的环境氛围和整体的

数字素养水平。

（2）组织条件。组织维度包括高层领导支持和财

政资源保障两个前因条件。通过分析市政府工作报告、

数字化转型专项规划等官方公开文件对首席数据官的

提及频次，测量该议题获得高层领导关注和支持的程

度。频次越高，表明领导重视程度越高，政策推进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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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数据校准结果

维度 条件变量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技术
数字基础设施 2.83 1.66 1.00
政府数字素养 0.035 0.012 0.007

组织
高层领导支持 2 1 0
财政资源保障 4.52 4.06 3.80

环境

上级政策压力 1.0 0.5 0
邻近地区竞争 3 2 1
公众数据需求 3.72 3.09 2.41

结果 政策扩散 4 2 0

表3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的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基础设施 0.670 740 0.723 677 ~数字基础设施 0.575 387 0.505 367
政府数字素养 0.629 432 0.652 395 ~政府数字素养 0.645 955 0.586 911
高层领导支持 0.623 580 0.679 929 ~高层领导支持 0.568 158 0.494 791
财政资源保障 0.647 504 0.614 706 ~财政资源保障 0.684 682 0.676 531
上级政策压力 0.608 176 0.504 786 ~上级政策压力 0.391 824 0.455 300
邻近地区竞争 0.817 642 0.626 674 ~邻近地区竞争 0.567 298 0.745 786
公众数据需求 0.682 616 0.636 087 ~公众数据需求 0.597 074 0.601 735

注：“~”代表逻辑运算中“非”的意义。

表4　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与组态结果

类别
压力驱动型 内生能力驱动型 能力需求适配型

路径1 路径2 路径3 路径4 路径5 路径6 路径7 路径8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 ●
政府数字素养 ⊗ ⊗ ⊗ ● ● ● ● ⊗

高层领导支持 ● ⊗ ● ⊗ ⊗ ●

财政资源保障 ⊗ ⊗ ● ● ⊗ ⊗ ⊗

上级政策压力 ● ● ⊗ ● ● ● ⊗
邻近地区竞争 ● ● ● ● ● ●
公众数据需求 ⊗ ⊗ ⊗ ⊗ ⊗ ● ⊗ ●

一致性 0.891 1 0.933 9 0.938 8 0.886 4 0.927 7 0.699 6 0.900 1 0.969 2
唯一覆盖度 0.034 5 0.025 9 0.037 9 0.038 8 0.057 7 0.045 7 0.056 0 0.073 1
原始覆盖度 0.231 7 0.218 8 0.079 3 0.106 8 0.132 5 0.136 1 0.093 0 0.108 4
总体一致性 0.873 9
总体覆盖度 0.612 6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数据官政策扩散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政府首席数据

官政策扩散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

境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进一步考察条件组态。

4.2　条件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旨在探寻多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结

果的路径。通过fsQCA 4.0软件对25个案例进行组态分

析，经布尔最小化运算后获得8条有效驱动路径，具体

如表4所示。模型总体一致性为0.873 9，说明87%的政

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总体覆盖度为0.612 6，则表明

这8条路径可解释61%的案例；总体解的一致性和覆盖

度均高于临界值，表明模型结果可靠。进一步通过核心

条件相似性聚类和典型案例比对，可将8条路径归纳为

压力驱动型、内生能力驱动型与能力需求适配型3类典

型扩散模式。

4.2.1　压力驱动型政策扩散路径

压力驱动型政策扩散的核心在于纵向行政压力与

横向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二者共同塑造了政府首席数

据官政策在地方政府间的扩散路径。纵向压力传导表

现为省级试点政策的行政推力。《安徽省开展首席数据

官试点工作方案》将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纳入省级战

略议程，形成对试点城市（蚌埠、亳州）的刚性约束。这

种高位推动模式依托单一制下的行政层级权威，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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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响应执行。横向竞争压力表现为邻近城市的对

标效应。当滁州率先开展首席数据官试点后，同属皖北

地区的亳州、蚌埠因地理邻近、经济结构相似，面临显

著的政绩竞争压力。亳州在滁州试点后3个月内跟进发

布实施方案，蚌埠在亳州试点后也发布专项政策。这一

过程展现了省级政策触发与邻近城市间竞争性模仿共

同构成的压力驱动型政策扩散路径。这一发现在对照

组的分析中得到了印证：郑州周边缺乏强有力的先行采

纳标杆，未能触发其政策跟进。这表明，在基础条件相

似的情况下，邻近地区竞争的缺失是部分对照组城市未

能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的关键因素。

4.2.2　内生能力驱动型政策扩散路径

内生能力驱动型政策扩散路径呈现出技术、组织、

环境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其核心机制为地方政府通

过数字化转型内生能力的积累，突破制度变迁的路径

依赖，形成技术赋能、组织重构、环境适配的复合驱

动模式。技术赋能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与

政府数字素养的群体进化构成技术基底。典型地级市

如南昌、珠海等城市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南昌2.04，珠
海2.85，均值1.77）、政府数字素养（南昌0.028，珠海

0.040，均值0.016）的协同提升，为数据治理体系重构

提供物质基础与技术支撑。组织重构表现为，决策层

的企业家精神与财政资源的定向配置形成创新保障。

南昌率先铺开首席数据官制度以创新数据资源管理，

珠海设立市级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首席

数据官，配合财政资源保障（南昌4.24，珠海4.69，均值

4.17），创新了政府数据治理的组织形态。环境适配表

现为，上级政策的刚性约束与区域竞争的压力传导激

活制度变革动能。如《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行动方案》的出台，叠加珠三角城市群数字化转型的标

杆效应，加速了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珠海的扩散，形

成纵向强制与横向模仿的复合压力场域。

4.2.3　能力需求适配型政策扩散路径

能力需求适配型政策扩散路径的核心逻辑在于，

地方政府通过动态匹配技术能力、组织资源与外部需

求，形成差异化的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适配路径。典

型城市包括岳阳、襄阳、绍兴等。岳阳是中部地区数字

化转型的试点城市，其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依托省级

数据治理统筹平台，通过垂直政策传导与基层数据需

求响应，弥补了技术基础薄弱与资源短缺的短板。该市

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政府数字素养提升，在缺乏高层领

导支持与财政资源保障的情况下，借助上级政策压力

与公众数据需求的强力倒逼，成功实现了政策目标与

执行能力的适配。襄阳凸显了府际竞争对政策扩散的

强化作用。襄阳是湖北数字化转型的追赶者，其政府首

席数据官制度通过跨区域数据协作网络建设，将外部

竞争压力转化为内生改革动力，在数字基础设施与公

众数据需求双缺失情境下，地方政府通过提升数字素

养与对标邻近地区竞争标准，构建了以横向比较为驱

动的能力补偿机制。绍兴体现了技术基础与领导支持

的协同效应：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通过建立

数据开放特区与跨部门协调机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但政府数字素养不足

的情况下，高层领导者的战略决策与邻近地区竞争压

力共同构成政策创新动力。这一路径表明地方政府在

数字化转型中可通过错位竞争策略突破资源瓶颈，其

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弹性实现能力供给与需求满足的动

态平衡。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客观、可靠，将一致性阈值提高

至0.85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组态和总体解的一致性与

覆盖度均无明显变化，表明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5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政策扩散和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对19个案例城市和6个对照城市，共25
个地级市的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案例进行组态分

析，系统揭示了政策扩散的多重驱动路径及作用机理，

得出以下结论。①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扩散呈现多元

组态驱动的非线性特征。政策扩散并非单一因素主导

的线性过程，而是技术、组织与环境要素协同作用的产

物。数字基础设施、政府数字素养、高层领导支持等7
个前因条件通过不同组合形式驱动政策扩散。②邻近

地区竞争构成政策扩散的关键催化剂。单变量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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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显示，邻近地区竞争的一致性系数达0.817 642，
是驱动政策扩散的核心充分条件，也印证了中国地方政

府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对标治理逻辑。当同层级行政单

元率先实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时，地理邻近性与政

治竞争压力将显著加速政策模仿行为。③3类差异化路

径揭示政策扩散的深层机理。组态路径分析识别出压

力驱动型、内生能力驱动型与能力需求适配型3类典型

扩散路径，其作用机制呈现显著差异。压力驱动型以上

级政策压力、邻近地区竞争为核心条件，体现科层体制

下强制、模仿的双重传导机制。内生能力驱动型通过技

术、组织、环境适配的技术赋能逻辑实现政策突破。能

力需求适配型依托政府数字素养与公众数据需求的动

态匹配机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政策创新。

5.2　实践启示

鉴于政府首席数据官政策的扩散立足多元驱动路

径的差异化特征，本研究从技术赋能、组织协同与环境

动态适配三重视角提出政策扩散优化路径。

（1）强化技术赋能与组织适配，夯实制度运行基

础。内生能力驱动型路径依赖技术与组织资源的协同

效应，表明技术能力是政策扩散的底层支撑。要构建

中央与地方联动的数字基建投入机制，重点支持中西

部地区5G网络、政务云平台及跨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建

设。针对内生能力型潜力城市，可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

基金，定向支持数据治理人才引进与数字素养培训项

目，形成技术投入与组织重构的正向循环。完善政府首

席数据官的法定化配置和组织架构，出台《数据治理条

例》等地方立法，明确其战略规划、数据标准制定与跨

部门协调权限，破解科层组织的职能碎片化困境。

（2）优化纵向传导与横向交流，激发创新网络活

力。压力驱动型路径中多源压力作用表明，政策扩散需

要将纵向政策压力和横向竞争压力转化为良性创新动

能。要优化纵向传导和横向交流机制，推动政府首席数

据官政策有效扩散。纵向传导上，各省域应依据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与规划，因地制宜出台首席数据官政策

文件，鼓励条件成熟地区试点先行，避免“一刀切”导

致执行异化。横向交流上，构建区域数据治理联盟，依

托城市群在轴心城市试点跨域数据共享协议与首席数

据官联席会议，建立跨区域对口帮扶机制，通过项目共

建、人才交流缩小能力鸿沟，激发区域创新活力。

（3）动态监测与精准施策，提升供需匹配效能。

能力需求适配型路径凸显了政策供给与外部需求的动

态平衡逻辑。要构建包含需求感知、能力评估、政策供

给的敏捷响应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开放平台建立公众

需求实时监测系统，通过依申请公开数据量、数据服务

满意度等指标进行动态分析，识别需求热点。开发政策

适配诊断工具，运用政策工具箱，通过数字基础设施、

政府数字素养等核心指标评估城市政策扩散条件，生

成差异化实施方案。建立政策扩散效果追踪数据库，

定期评估不同路径下政策执行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动

态调整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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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Paths of Policy Diffusion of Chief Data Officer in Prefecture Level Municipal Governments

XU ZhiPing  HU YangHua  CAO R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P. R. China)

Abstract: As the key policy innova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cy diffusion of chief data officer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 chief data officer policy in terms of data attributes 
of the governance objects, role complexity,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long-term accumulation, integrates the policy diffusion theory and the technology-
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heory, and uses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conduc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25 prefecture level city cases. 
On this basis, we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paths of policy diffusion of government’s chief data office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olicy diff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hief data officer is driven by seven factor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digital literacy, high-level support, 
financial resources guarantee, higher policy pressure, competition in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public data demand, among which the competition in neighboring 
regions constitutes the core sufficient condition.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configuration paths, three diffusion models are identified: pressure driven model, 
endogenous capacity driven model, and capacity-demand adaptative model. The pressure driven diffus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ressure of superior policies and the 
forced imitation of neighboring competition. The endogenous capacity driven diffusion reflects the technical 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daptation. The capacity-demand adaptative diffusion meets public demand through policy supply, achieving 
dynamic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This study propose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institutianal oper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 adaptation, stimulate innovation network vitality with the help of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e the policy diffusion of the 
government’s chief data officer by dynamic monitoring to achieve accurate polic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Chief Data Officer; Policy Diffusion; TOE Theor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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